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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小学阶段是儿童情绪调节能力发展的关键时期，而家庭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扮演着核心角色。本文基于

家庭情感社会化理论，重点梳理了父母情绪调节能力对儿童青少年情绪调节发展的影响机制及教育启示。

研究表明，父母主要通过观察模仿、情绪教养实践与家庭情绪氛围三条路径影响子女的情绪调节，且其

作用方式随儿童发展阶段呈现规律性演变。实证研究发现，父母(尤其是母亲)的情绪调节策略存在代际

传递倾向，高质量的亲子共同调节能有效提升儿童情绪适应能力，同时神经科学研究为此提供了生理层

面的证据。然而，现有研究仍存在概念测量不一致、父亲角色被忽视、纵向因果证据不足及文化适配性

考量欠缺等局限。未来学校心理健康工作应重视家校协同，依据儿童发展阶段设计差异化干预方案，并

加强对高风险家庭的支持。后续研究需通过纵向设计深入探讨作用机制，并开发适用于我国文化情境的

干预措施，以促进儿童青少年的情绪健康与社会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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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years represent a critical perio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motion 
regulation, in which the family plays a central role. Focusing on the theory of family emotional so-
cialization, this review synthesizes the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parental emotion regulation in-
fluences the development of emotion regulation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long with its educa-
tional implications. The literature indicates that parents primarily exert their influence through 
three pathways: observational modeling, emotion-related parenting practices, and the family emo-
tional climate. The nature of this influence evolves predictably across different developmental 
stages. Empirical studies have found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tendencies in parental (partic-
ularly maternal)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and high-quality parent-child co-regulation effec-
tively enhances children’s emotional adaptability. Neurobiological research provides supporting 
evidence at the physiological level. However, limitations persist in current research, including in-
consistencies in conceptualization and measurement, neglect of the father's role, a lack of longitu-
dinal causal evidence, and insufficient consideration of cultural appropriateness. Future school-
based mental health initiatives should emphasize family-school collaboration, design stage-specific 
interventions based on child development, and strengthen support for high-risk families. Subse-
quent research should employ longitudinal designs to further elucidate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and develop interventions suited to the Chinese cultural context, thereby promoting the emotional 
well-being and social adjustment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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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我国儿童心理健康问题日益突出，约有 3000 万的儿童与青少年存在情绪和行为问题。良好

的情绪调节能力与儿童及青少年的心理韧性、社会适应能力和积极心理健康成果密切相关，而情绪调节

困难则与内化(如焦虑、抑郁)和外化(如攻击、冲动)问题显著相关[1]-[3]。情绪调节能力对儿童的社交技

能、友谊质量[4] [5]、心理健康[6]等方面有重要的影响。因此，探究情绪调节的发展轨迹及其影响因素

至关重要。 
在影响儿童情绪调节发展的众多因素中，家庭环境，尤其是父母的情感社会化过程，被认为是核心

因素。其中，父母自身的情绪调节能力被视为影响子代情绪调节发展的关键机制。莫里斯等人提出的三

元模型奠定了核心理论框架，指出父母通过子女对父母情绪调节的观察模仿、情绪相关教养实践、家庭

情绪氛围塑造三重路径影响儿童情绪调节发展，其中父母情绪调节能力是贯穿三路径的核心变量[7] [8]。
现有研究虽已积累相关证据，但仍存在概念操作不一、发展阶段特异性探讨不足等问题。 

鉴于中小学阶段是情绪调节能力发展的敏感期，且学校心理健康工作亟需家庭系统协同，本综述将

基于相关文献，梳理父母情绪调节影响儿童青少年情绪调节的理论基础、实证证据与发展特征，剖析关

键作用机制，并结合中小学实践提出启示，为家校协同干预提供精准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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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情绪调节的相关研究 

2.1. 核心定义 

在生活中，为了实现社会适应与个人目标，个体需要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学习调节情绪体验的技能。

从广义上而言，情绪调节指的是个体对情绪进行监测、评估和调整，以满足情境需求和社会文化期望的

过程[9]。个体的情绪调节不局限于消极情绪(恐惧、焦虑等)的调节，还包括根据目标进行积极情绪的调节

[10]。父母情绪调节则更具有独特性，还需要嵌入教养情境理解——不仅指自身情绪管理能力，还包括在

亲子互动中兼顾自身情绪稳定与子女情绪支持的功能性能力[11]。例如，母亲应对儿童挫折时，需同时抑

制自身烦躁并传递共情回应[11]。 
格罗斯的过程模型将情绪调节划分为两类核心策略：一类是前因聚焦策略，如认知重评，通过重构

情境意义调节情绪，被视为适应性策略，与高生活满意度、低抑郁症状相关；二是反应聚焦策略：如表

达抑制，通过抑制情绪表达调节反应，被归为非适应性策略，容易导致情绪内隐与社交疏离[4] [12]。 

2.2. 儿童情绪调节的发展规律 

儿童的情绪调节能力随年龄呈现显著发展性特征，儿童早期情绪调节的发展过程是从主要相对自动

的反应、主要依靠抚养者支持到逐渐过渡为自主调节的过程。例如研究者以 2~5 岁的儿童(93.3%为白人)
为调查对象，发现儿童在等待礼物时，自我安慰策略的使用频率随年龄的增长而下降，分心策略的使用

频率随年龄的增长而上升，且分心策略使用时间和频率的增加能够正向预测儿童的情绪调节[13]。 
父母对儿童情绪调节的影响方式也同步发生变化：第一、学龄前(3~6 岁)：依赖外部调节，父母的直

接情绪支持(如分心、安抚)是主要调节来源。研究显示，此阶段儿童的情绪表达强度与父母策略使用高度

相关[8]；第二、学龄期(7~12 岁)：认知能力发展推动内部调节策略萌芽，父母的情绪教养行为(如情绪标

签、问题解决)成为关键中介；第三、青春期(13~18 岁)：神经发育(前额叶与边缘系统不平衡)导致情绪敏

感性升高，同时自主调节能力快速提升，父母的情绪氛围塑造作用凸显[1] [7]。 

2.3. 文化情境的作用 

西方个体主义文化鼓励情绪表达与认知重评，而东亚集体主义文化更重视情绪控制、抑制与和谐维护。

例如，中国家庭中，父母可能更倾向于教导子女抑制负性情绪表达以维持人际和谐，这与西方“情绪教练”

鼓励表达的模式形成对比[14]。近期跨文化研究显示，印度、尼泊尔母亲更倾向于“主动性敏感性”(预先

满足孩子需求)，而德国母亲更倾向于“反应性敏感性”(回应孩子表达的需求)，体现了文化价值观对教养

行为的影响[15] [16]。因此，在定义“适应性”情绪调节策略时，可能需纳入文化适配性视角。 

3. 父母情绪调节影响儿童情绪调节的理论框架与实证证据 

3.1. 核心理论框架：三元交互模型的深化 

莫里斯等人的三元模型是当前核心理论基础，结合后续研究可细化为三路径交互作用： 
第一，直接建模路径：基于社会学习理论，儿童通过观察父母情绪调节策略(如认知重评与表达抑制)

形成初步模板，再经模仿与强化内化为自身策略。例如，父母频繁使用表达抑制，子女更可能习得相似

策略[12] [17]； 
第二，教养实践中介路径：父母情绪调节能力影响其情绪教养行为质量。高情绪调节能力的父母更易

采用“情绪教练”策略(如认可情绪、教授方法)，低调节能力父母则更倾向于否定或惩罚情绪表达[7] [11]； 
第三，情绪氛围路径：父母情绪稳定性能够构建家庭情绪环境。温暖、低冲突的氛围能够为儿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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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调节实践提供安全空间，而持续的暴露于负性情绪环境则阻碍其发展[8] [11]。除此以外，父母情绪互

动模式塑造儿童神经回路发育，如长期暴露于父母负性情绪会导致子女杏仁核过度激活，削弱儿童情绪

控制能力[7]。 

3.2. 实证证据：策略传递、互动质量与发展差异 

3.2.1. 情绪调节策略的代际特异性传递 
父母情绪调节策略与子女的关联具有策略特异性与亲子性别差异性：首先是策略特异性，巴里等人

对 379 名 9~19 岁儿童及其父母的研究显示，母亲的表达抑制策略能显著预测子女表达抑制策略使用，而

认知重评策略的传递效应未达显著水平[17]；加伯等人发现，抑郁母亲(常使用被动应对策略)的子女，在

悲伤情境中使用的有效调节策略数量显著少于非抑郁母亲的子女。其次是性别差异性，母亲更倾向通过

情绪表达与问题解决传递策略，父亲则更常示范情绪抑制策略；这种差异导致女孩对母亲的情绪表达策

略更敏感，男孩对父亲的抑制策略更易模仿[12] [18]。 

3.2.2. 亲子共同调节的关键作用 
第一，情绪调节是亲子互动中的“共同调节”过程，父母情绪调节能力会直接影响互动效果。莫里

斯等人通过“失望任务”(给儿童不想要的奖品)实验发现：母亲单独使用注意力转移策略能降低儿童当前

悲伤强度；母子共同使用认知重评策略时，不仅减少当前愤怒与悲伤，还能预测后续情绪持续改善[8]； 
第二，儿童主动参与策略使用是调节效果的关键中介变量。对于高风险群体，共同调节的保护作用

更突出，霍尔特伯格等人[19]发现对于暴露在社区暴力的青少年中，父母情绪支持(反映情绪调节能力)可
以通过增强家庭凝聚力，缓冲暴力环境对愤怒调节的负面影响。 

3.2.3. 神经生物学机制的潜在支撑 
神经影像学研究提供了生理层面证据：李等人发现，母亲情绪调节能力低的青少年，在听到母亲批

评时，杏仁核(情绪加工核心)激活增强，背外侧前额叶(认知控制)激活减弱，表现出情绪调节神经机制失

衡[20]。 

3.2.4. 发展阶段的动态影响模式 
父母情绪调节的作用随年龄呈现显著变化，具体来说： 
7~12 岁时主要以教养行为中介。坎宁安等人(发现，父母的情绪调节能力通过影响其情绪行为(如情

绪标签、问题解决)，间接预测儿童 1 年后的情绪调节能力[21]。此外，父亲的作用开始显现，麦克道尔

等人发现，父亲的温暖互动能缓冲母亲负性情绪表达对儿童调节能力的负面影响[22]。 
13~18 岁时主要以情绪氛围塑造为主。塞尔克等人日常追踪显示，青少年与父母互动时正性情绪体

验多于独处，父母认知重评示范能预测同伴冲突中的调节策略[23]；但父母过度控制(反映情绪调节不良)
会加剧问题，如父母心理控制通过削弱愤怒调节能力增加外化问题风险[24]。 

而对于更早的学龄前期来说，则以父母直接支持为主。此阶段儿童依赖外部调节，父母的情绪调节

策略直接决定儿童的调节质量。 

3.2.5. 潜在调节变量 
本研究整合的文献显示，存在影响父母情绪调节效应大小的潜在调节变量，例如儿童气质，高负性

情绪气质的儿童对父母情绪失调更敏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低 SES 家庭中父母压力更大，可能削弱其

情绪调节能力，进而影响教养质量；此外，文化背景也产生一定影响，西方倡导的情绪表达策略在东亚

家庭中可能并不适用。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6.152114


姜一诺 
 

 

DOI: 10.12677/ass.2026.152114 136 社会科学前沿 
 

3.3. 干预研究 

从国际范围来看，基于积极心理学构建的各类干预举措已广泛施行，旨在提升个体的情绪调节能力。

这些干预方式涵盖瑜伽练习、意象技术运用以及正念干预等，其核心目标均在于促进个体情绪健康状况

的改善[25]。 
国内诸多学者围绕情绪调节问题，开展了一系列丰富的干预研究，过往这些研究大多采用传统方式，

例如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以及举办聚焦情绪调节的团体辅导活动，陆鑫云对幼儿的情绪调节策略与

社会适应情况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情绪调节策略训练的开展对改善幼儿的情绪调节策略有较大作用，

且社会适应能力有显著提高[26]。游倩倩对 36 名初中生进行情绪调节策略的干预提升儿童认知重评策略

[27]。同时，也有部分研究者积极探寻创新方法，如心理涂鸦、情绪绘本教学等，如张华玲研发出情境图

画书教学法，成功提高了幼儿的情绪能力[28]。 

4. 研究局限与未来启示 

4.1. 基于文献的研究局限 

首先是概念与测量异质性：现有研究对情绪调节的操作化存在分歧——部分聚焦策略使用(如 ERQ
问卷)，部分关注生理指标(如迷走神经张力)，部分采用行为观察，导致结果难以整合。 

其次，父亲角色研究缺失：大多数研究聚焦于关注母亲，父亲情绪调节对于子女情绪调节的影响机

制不明。巴里等人的研究显示，父亲的策略使用与子女的并没有显著相关，但可能存在未被捕捉的独特

路径(如游戏中的情绪控制示范) [29]。 
此外，因果关系模糊：横断面设计为主，难以区分双向效应。例如，儿童高负性情绪可能反过来降

低父母情绪调节质量，从而形成恶性循环[30]。 
并且文化适配性研究缺乏：多数理论框架与干预方案基于西方样本，在中国家庭中的适用性需进一

步验证。国际学界更倾向于采用积极心理学导向的干预策略，而国内研究仍以传统干预模式为主导。鉴

于该领域在全球范围内仍处于探索发展阶段，因此针对国内环境，开发基于积极心理学的情绪调节干预

方案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4.2. 中小学心理健康实践的启示 

4.2.1. 构建“三元模型导向”的家校培训体系 
根据莫里斯等人的三元路径，设计分层培训内容： 
第一，观察模仿路径：开展“情绪表达的文化智慧”工作坊，帮助父母理解在何种情境下情绪控制

或表达更为适宜，避免机械套用西方“情绪表达优先”模式，教父母展示适应性策略[12]。 
第二，教养实践路径：引入文化调适后的“情绪教练”技术[31]，培训父母学习使用“情绪认可–标

签–解决”三步法，在认可情绪的同时，教导孩子适宜的表达方式(如“我们可以私下说说你的委屈”、

“我知道你很失望，因为奖品不是你想要的，我们可以一起想想怎么用它”)。 
第三，情绪氛围路径：通过“家庭情绪日志”活动，引导父母记录每日情绪互动，减少负性情绪传

递[11]。澳大利亚的一项家庭情绪日志项目证实，此类培训能使父母情绪调节能力提升 29%，子女情绪问

题发生率降低 32% [32]。 

4.2.2. 实施“发展阶段适配”的差异化干预 
结合莫里斯等人与丹尼尔等人的发展证据，分阶段设计干预： 
低年级(1~3 年级)：侧重直接支持技巧，组织“亲子情绪角色扮演”，教父母用分心、物理安抚等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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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配合情绪绘本共读强化示范； 
中年级(4~6 年级)：侧重教养行为中介，开展“情绪问题解决小组”，指导父母向儿童教授认知重评

策略(如“这次没考好，我们可以看看哪里错了，下次改进”)； 
初中阶段：侧重情绪氛围塑造，通过“亲子冲突调解”工作坊，教父母避免过度控制，采用“自主

支持 + 情绪接纳”模式[7] [8]。 

4.2.3. 关注高风险家庭的早期干预 
对于暴露于贫困、暴力等风险环境的学生，学校应优先开展家庭层面的干预。例如，参考“Families 

Overcoming Under Stress”项目，为父母提供情绪调节团体辅导，教授压力管理技巧；同时通过学校社工

定期家访，评估家庭情绪氛围，及时提供支持。研究显示，此类干预能使高风险儿童的情绪调节能力提

升 27%，内化问题行为发生率降低 19% [33] [34]。 

4.2.4. 加强教师对家庭情绪系统的理解 
学校应定期开展教师培训，提升其对父母情绪调节影响的认知：一是识别学生情绪问题背后的家庭

因素(如学生的表达抑制可能源于父母的情绪压抑)；二是掌握与情绪调节不良的父母沟通的技巧(如避免

指责，提供具体可操作的建议)；三是建立“家庭–学校情绪支持档案”，追踪学生情绪发展与家庭干预

效果。 

5. 结论 

对于文献的分析表明，父母情绪调节通过策略直接影响、教养实践中介、情绪氛围塑造三重路径，

对儿童青少年情绪调节发展产生持续影响，且这种影响随年龄呈现“直接支持–教养中介–氛围塑造”

的动态变化。实证研究证实，母亲的表达抑制策略具有显著代际传递效应，亲子共同调节能增强干预效

果，且父母情绪调节通过神经机制塑造子女情绪加工能力。但现有研究仍存在概念测量异质性、父亲角

色忽视、因果关系不明等局限。 
对中小学心理健康实践而言，未来家校协同干预应基于三元模型，构建文化适配的发展阶段性方案，

并加强针对高风险家庭的实证支持，提升教师家庭系统识别能力。研究上需推进纵向设计、纳入父亲角

色、深化文化比较，以提供更精准的家庭情绪社会化支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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